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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强调国

际政策制定和谈判商议过程在国际制度建设中的核

心地位。①同时，国际制度的稳定性离不开主权国家

对其国际义务的履行。由于国家无力履行或刻意逃

避国际义务所造成的国际违约，成为影响世界和平

与发展的重要风险。国际政策制定过程如何影响国

际协定履行效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更

好地解释和预判国际违约风险，而且事关以遵约

(compliance)为目标的国际制度的设计与优化，对推

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保证全球公共产品稳定供给以

及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国家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程度、历史

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导向等方面的差异，并受地缘

政治、国家实力和发展目标等现实因素影响，国际政

策的制定和国际条约的履行相较于国内政策过程更

为复杂。既有国际遵约问题研究主要探讨国际贸

易、国际环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核不扩散机

制等特定国际条约或政策领域的遵约情况，②有些遵

约研究涉及不同区域、国家、政策和制度间的比较，③

但针对相关决策者间博弈互动的系统研究较少，鲜

有研究从国际政策制定特别是谈判过程视角探讨国

际遵约问题。

本文着眼于国际谈判过程对国际遵约结果的影

响，考察国际政策制定过程影响国际政策执行效果

的具体博弈机制。基于不完全信息环境下国际谈判

与遵约的委托代理模型，本文发展了用于解释国际

遵约与违约现象的谈判理论，梳理了谈判过程透明

度、国际政策制定效率、公众信任程度等因素同国际

协定履行效果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谈判国

透明度危机?
——谈判视角下的国际遵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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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公众依赖谈判过程信息以及谈判代理人所释放

的信号来判断国际协定的质量和有效性，而谈判过

程透明度、效率和公众信任程度影响国际遵约效

果。相较于对国际谈判和遵约间关系的一般认知，

博弈论分析通过系统的逻辑演绎，提出了反直觉的

理论推论，即提高国际谈判透明度并不必然提高国

际遵约的可能性。透明度相对较低的闭门谈判由于

较高的政策制定效率以及对敏感信息与公众舆论较

好的控制，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促进对象国遵守国

际协定。此外，本文揭示了国内政治影响国际遵约

的中介因素：公众对政府及其谈判代表的信任程度

影响该国对国际协定的履约情况，较高的公众信任

程度能够提高国际政策制定效率，并显著降低国际

违约风险。为检验理论推论，本文采用实证博弈分

析方法，从西方主流学界认为的国际违约“最不可能

案例(least likely cases)”之一欧盟切入。④在系统收集

1993-2021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在普通立法程序下近

两万条遵约与违约数据的基础上，⑤本文验证了博弈

理论的主要推论，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检视了“民主

遵约论”的作用条件，表明当公众信任程度下降时，

西方国家可能因应对国内政治问题、满足部分利益

集团和选民需求而放弃履行国际义务，产生国际违

约风险。

二、国际遵约与国际谈判

遵约既是一个法学概念，也是一个政治学概

念。⑥首先，“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六条规定：“凡有效之条

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

行。”⑦同时，遵约也是国际政治中各国履行国际义

务、实现国际合作、应对国际分歧与冲突的重要实

践，更是衡量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关键指标以及确保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核心要素。尽管不同学者对遵

约的具体定义和判定手段存在差异，但多数学者认

同遵约的必要条件是特定行为体的实际行为符合其

所承诺遵守的国际条约义务。⑧当一国刻意逃避国

际义务或无力履行国际承诺时，就可能发生国际

违约。

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中关于遵约的一般假定认

为，一国只有在认定国际协定符合其国家利益时才

会签署并批准该协定。因此，缔约国一般都会遵守

国际协定。⑨然而，在现实政治中国际违约现象时常

出现，需要相应制度设计以监督并激励国家遵守国

际义务。根据对国际违约原因和遵约机制的不同解

释，既有研究主要从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和制度主义

三条路径考察国际遵约结果的差异性。

理性主义路径下的遵约研究基于现实主义观点

和理性选择的理论假设，从国家利益、权力或能力角

度出发解释国际违约行为，认为物质性要素是决定

国家是否遵守国际协定的关键因素。⑩该路径强调

国际政策协调所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认为由于国

际政策的“溢出效应”“搭便车”现象以及国际政治无

政府状态，国家承诺不可置信。由于国家间权力差

异、国内政治阻力、国家能力限制、国际制度的非精

确性、国际协定执行条文的模糊性以及国际法体系

同国内法律的非兼容性等因素，当违约收益大于违

约成本时，理性的国家行为体可能主动或被动背弃

承诺遵守的国际义务，造成国际违约。为应对国际

违约，理性主义遵约研究一方面强调以制裁为核心

的强制执行机制，并提出通过改善国际政策执行透

明度、增加违约国物质和声誉成本以及多边监督核

查等手段促进国际协定的执行与遵守；另一方面，

该路径强调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国际协调机制，倡

导通过国际管理制度设计提高主权国家履约能力和

合作意愿，从而克服履约的资源瓶颈与政治阻碍，确

保国际协定的可执行性。

有别于理性主义路径，国际遵约研究中的建构

主义路径采纳了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强

调国际规范、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对国家行为的指

导作用。该理论认为，国家偏好和利益是内生的，

可以通过说服和国际规范社会化的形式加以改

变。因此，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

家对合法性的认知和对国际义务的认同。基于这一

观点，国际违约是国际规范社会化不足的产物，制裁

不具有必要性。为应对违约行为，建构主义遵约研

究强调国际协调机制的规范和说服作用以及国内政

治社会因素对国际政策执行的影响。

还有学者从制度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国际遵约

结果取决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设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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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民主遵约论”是制度主义路径下在西方学界和

政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遵约理论。该理论的核心

逻辑认为，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增加了违约行为的

国内约束，即选民可以通过选票惩罚违反国际协定

的政府、政党或政客。基于这一逻辑，“民主遵约

论”认为由于国际违约在西方民主国家国内政治中

面临较高的观众成本，西方民主国家比非西方民主

国家更愿意遵守国际协定。然而，国内舆论压力也

可能对遵约产生负面影响。西方民主制度与国际

遵约的正相关性可能是由于国家实力、政府能力和

经济发展程度等同民主指标具有较强关联的其他因

素，而非制度本身。同时，“民主遵约论”缺乏对西方

民主国家间的比较，忽视了政治制度对国际遵约的

具体作用条件以及不同国家间选民政策偏好和信

息环境的差异性，难以解释西方国家众多违约案

例。

既有理论从理性主义、建构主义或制度主义的

角度解释了国际违约的动因和应对手段，但忽视了

国际政策制定过程的不同特征特别是国际谈判透明

度对国际协定执行效果的影响。围绕谈判过程透明

度及其对公众舆论与国际政策结果的影响，一种观

点认为，闭门谈判是提高国际协定制定效率和政策

质量的重要手段。由于普通民众缺乏谈判领域的

专业知识，国际政策制定不应受到舆论干扰。一旦

敏感性谈判信息被披露，可能形成国内政治阻力，对

国际协定的达成产生负面影响。闭门谈判能够为

专家决策提供较为灵活的专业空间，降低外部政治

压力对科学决策的影响。基于这一观点，有学者认

为闭门谈判能够为国际政策制定带来一系列好处，

包括提高决策效率、减少国内政治因素带来的不确

定性、鼓励谈判专家提出不同的政策意见、解决“信

息披露困境”、防止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被泄露、减

少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提高国际政策协调的灵活性

等。例如，从欧盟法的实践经验来看，自1999年《阿

姆斯特丹条约》生效以来，具有闭门谈判性质的非正

式决策允许欧洲议会以及代表成员国的欧盟理事会

通过“快速通道(fast-track)”的方式协商政策内容，这

成为欧盟立法的一个显著特征。然而，上述观点并

未考虑到实际谈判过程中对合法性与效率两者的权

衡，忽视了公众信任对谈判过程与遵约效果的中介

作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相较于公开谈判，闭门谈判以

牺牲国际决策的透明度为代价，造成国际政治中的

民主赤字，这将显著降低国际合作的稳定性和国际

协定的合法性。由于国际谈判过程存在委托代理

关系，谈判国与谈判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差。这也

促使国家及其民众利用各类渠道弥补信息劣势，降

低由于不利的国际协定带来的国家利益损失。其

中，谈判过程透露的相关信息通过政府声明和媒体

报道，成为谈判国及其民众评价国际协定优劣的一

个关键信息来源。此外，根据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谈判理论，在双层博弈中，国内政治的

制约因素反而能够迫使谈判对手做出更大让步，形

成所谓“弱者的力量(strength of the weakness)”，为本

国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协定。因此，有学者提出国

际协定应尽可能在公开环境下进行，防止代理人出

于私利做出违背国家和公众利益的行为。然而，这

一观点忽视了谈判代表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在

特定情况下闭门谈判的必要性。为维护国家安全

并限制涉密或敏感信息公开化，国际政策制定中的

部分谈判过程可能仅在内部进行。

上述理论主要着眼于谈判过程透明度对国际协

定达成与否及其合法性的影响，隐含的假设是，一旦

签署国际协定，国家便会忠实履行国际义务。但这

一假设并未考虑到协定签署后违约的可能性。基于

欧盟部长理事会决策过程和欧盟法遵约结果，阿西

娅·热利亚兹科娃(Asya Zhelyazkova)发现谈判过程中

国家间分歧将阻碍遵约。但这一研究忽视了谈判

透明度问题，即当国家间分歧较大时，谈判方可能倾

向于闭门谈判，以降低分歧公开化所造成的遵约风

险。艾布拉姆·蔡斯(Abram Chayes)和安东尼娅·蔡

斯(Antonia Chayes)认为，国际机制透明度可以通过促

进规范协调、提供利益保证和威慑违约行为推动国

际遵约。吴改提出，透明度原则通过设立透明度规

范和建立监查机制促进国家遵约行为。然而，这些

研究主要针对协定达成后的通报和监督机制，并未

涉及协定的谈判过程，也没有考虑到透明度对国际

遵约的潜在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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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研究从信息视角出发，认为国际遵约或违

约行为反映了履约方面临的国内压力和公共信息状

况。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谈判代表在国际谈判过

程中具有重要的中介地位，成为国家间、机构间以及

国家与民众和利益团体间重要的沟通渠道，并且充

当“信息经纪人(information broker)”角色。然而，由

于谈判代表的个人或机构立场与国家整体利益偏好

可能存在差异，国际谈判面临委托代理问题：一方

面，谈判代表作为受托方有义务使谈判结果符合国

家利益；另一方面，谈判代表或其背后的组织机构可

能会追求特殊利益。由于私有利益和私有信息的

存在，国际谈判通常在不完全信息的环境下进行。

在这种信息环境下，公众信任程度成为影响谈判行

为、协定结果和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变量。在公众

信任程度较低的国家，出于对政府或谈判代表追求

私利的担忧，利益相关方可能怀疑所达成的国际协

定与国家利益间存在偏差。在缺乏必要信息和政

治信号的环境下，这种不信任感将会更加强烈。在

委托代理视角下，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委托人对代

理人的不信任会抵消谈判过程的效率收益并增加谈

判失败的风险。即使谈判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国

内政治压力也将对国际协定实际执行效果产生负面

影响。

综上，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解释了国际违约行

为，但缺乏对谈判过程的分析。部分研究虽然指出

了谈判过程与国际遵约之间的潜在联系，强调信息

和公众信任在国际遵约中的重要性，但未区分不同

谈判过程，缺少对谈判过程透明度影响国际遵约具

体机制的系统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针对以上不

足，本文尝试发展关于国际谈判与遵约的博弈理论，

以打破“民主遵约论”的迷思，提出解释国际违约的

另一条理论路径。通过建立博弈框架，本文将谈判

过程透明度和公众信任程度置于理论核心，进而探

明在不同信任环境下谈判方对谈判透明度的权衡取

舍以及这种取舍对于遵约的影响。在博弈论基础

上，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并引入大规模量化数据对

理论假设进行系统实证检验。

三、国际谈判与遵约的博弈模型

作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手段，博弈

论的形式建模(formal modeling)方法有助于总结既有

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通过抽象政治过程的基本要

素，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厘清主变量间的逻辑

关系，从而对政治实践进行理论建构。为分析国际

协定谈判过程对遵约结果的影响机制，本文从委托

代理视角出发，发展了非完全信息下国际谈判与遵

约的贝叶斯博弈模型。该博弈模型借鉴双人讨价还

价博弈(two-player bargaining model)的基本设定，即

为达成一项国际协定，谈判双方A与B各自派遣代

表RA与RB就协定具体内容进行谈判。根据经典谈

判博弈模型，谈判空间被抽象为 0-1的实数空间，0
与 1分别代表谈判双方A与B的理想点(ideal point)，
即给予双方最大政策收益的国际协定内容。在谈

判阶段，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存在，模型遵照海萨尼

转换(the Harsanyi transformation)，引入一位虚拟行

为人——自然(nature)——来随机选择其中一位代表

首先提出提案 o∈[0，1]，另一位代表则选择是否接受

该提案。如果双方并未达成一致，则双方代表获得

分歧收益(disagreement payoff)为 1-d，其中 d≤0.5，代
表谈判国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让步。博弈空间的

基本设定如图1所示。

在上述双人讨价还价贝叶斯博弈基础上，模型

将国际遵约要素纳入行为体收益函数。首先，由于

图1 谈判双方的博弈空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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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代表自身偏好同国家偏好间可能存在差异，可

依照谈判博弈的经典类型将谈判代表划分为有偏型

(biased type)和无偏型(unbiased type)两种。其中，有

偏型代表的政策理想点与母国整体偏好并不一致，

在特定情形下相对更接近谈判对手的偏好，因此有

可能在谈判过程中提出或接受有悖于母国整体利益

的国际协定内容。这一设定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

首先，根据既有理论，在谈判开始前，由于逆向选择

(即谈判代表候选人为参与谈判、获取政治收益而故

意隐藏自身偏向性)等因素的存在，母国可能无法准

确获知谈判代表的真实政策偏好。其次，对谈判代

表的选择可能基于其政府职位或政治影响而非政策

偏向性。例如，根据辛迪·威特基(Cindy Wittke)的研

究，尽管乌克兰前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 (Leonid
Kuchma)具有明显的亲俄偏向，但由于其自身的政治

影响，仍被任命为特别代表参与明斯克协议的谈判

和签署工作。此外，谈判代表的潜在偏向性也被用

于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1995年欧洲共同体初审法

院否决了公开欧盟理事会内部谈判细节的要求，指

出“如果谈判代表担心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可能随时

被公开，那么妥协和谈判的进程将受到损害”。这

表明谈判代表与其母国偏好可能并不一致。

由于国际谈判的专业性与信息的不对称性，委

托人对其代表的类型仅有大体估计。为此，模型引

入先验信念(prior belief)，即在谈判信息还未公开的

情况下，委托人基于先验信息，相信其代表为无偏型

的概率为 p∈(0，1)。对于谈判代表而言，其收益函数

不仅取决于协定达成与否，还受协定未来执行预期

的影响。谈判国是否遵守协定既受权力和能力等外

生性因素影响，也受制于对谈判代表类型和谈判结

果的认知。因此，可用以下条件函数表示谈判国在

达成国际协定的情况下遵约的可能性：

Pr(c｜x，u)=γ(1-x)Pr(u｜x，o) 式1
其中，γ∈(0，1]代表谈判国权力和能力、对相关议

题政治化或安全化程度、国家政策偏好以及议题政

策特征等外生性因素对国际遵约行为的影响，当国

家权力增加、能力下降、议题政治化或安全化程度上

升、国家政策偏好同国际协定间差距扩大或是政策

复杂性提高时，谈判国违约动机增加，γ取值减小，遵

约概率减小；x代表最终协定同A国理想政策的距

离，这对A国而言即政策损失；Pr(u｜x，o)代表后验信

念(posterior belief)，即A国及其民众在获悉协定内容

x或协定草案 o的条件下认为谈判代表为无偏型概

率。值得注意的是，议题特征和政治化程度等外生

性因素不仅同国际遵约相关，而且可能对谈判方式

的选择产生影响，存在潜在内生性问题和选择效

应。例如，具有分配效应或新闻舆论关注度较高的

议题更有可能采取透明度较高的谈判方式。同时，

这些议题由于争议性较大，在遵约环节的违约风险

相对更高。为处理这一问题，可在模型中假设谈判

方式的选择同时受外生性因素 γ影响。分析表明，

主要博弈理论推论在存在内生性问题但不严重(即
闭门谈判对国际遵约的效应并不完全被外生性因素

解释)的条件下仍然成立。内生性问题和选择效应

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对闭门谈判效应的估测则是一个

实证问题。为此，本文实证研究部分将引入相关变

量具体控制内生性和选择效应。

在实际谈判过程中，谈判对手的底牌即最大妥

协点很难被准确探知；否则，谈判代表可以利用这一

信息优势，提出对方恰好勉强接受的协定，从而最大

化政策收益。针对这种不完全信息的谈判环境，模

型通过引入对分歧收益的私有信号(private signal)s∈
｛d，0.5｝来模拟这种信息不对称性。考虑到在谈判过

程中不可避免的信息交换，该信号有较大概率 q∈
(0.5，1)是准确的。在此基础上，谈判代表可以选择

两种提案策略：(1)谈判代表的政策提议完全基于其

私有信号；(2)谈判代表的政策提议偏离其私有信

号。根据贝叶斯定理，委托人对其代表为无偏型的

后验信念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Pr(u｜x，o)= Pr(x,o｜u)p
Pr(x,o｜u)p +(1 - p)Pr(x,o｜b) 式2

在式2中，b表示谈判代表为有偏型。由于谈判

代表同时考虑达成一致协定的概率以及协定被有效

履行的可能性，因此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取

舍。模型中用符号α∈(0，1)表示成功达成国际协定

的政策收益相对于国际遵约收益的比重。无偏型和

有偏型谈判代表的收益函数可分别表达为：

无偏型：Uu(α，x)=α(1-x)+(1-α)Pr(c｜x，u) 式3
··54



2024.7 国际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有偏型：Ub(α，x)=αx+(1-α)Pr(c｜x，u) 式4
此外，委托人获知的谈判信息取决于谈判代表

对谈判过程的选择。根据谈判过程透明度，可在博

弈模型中区分公开谈判和闭门谈判两种类型。对不

同谈判过程的选择取决于谈判的具体议题以及谈判

方对决策效率和合法性的权衡。当谈判代表选择透

明度较低的闭门谈判时，委托人难以观察到具体谈

判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设定了较为严格

的指导方针和谈判策略，谈判代表在闭门谈判过程

中也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委托人对其代

表类型的认知主要依靠最终谈判结果。在公开谈判

环境下，委托人通过观察到的谈判过程和协定结果，

能够更好地判断谈判代表是否遵循所给定的谈判指

令，确保谈判代表忠实维护国家利益。综上，博弈过

程遵照以下顺序：

(1)作为虚拟行为人的自然决定谈判代表类型和

分歧收益，并随机决定首先提议的谈判代表；

(2)如果提议内容处于妥协空间内，谈判双方就

国际协定达成一致，否则谈判失败；

(3)谈判双方可选择具体谈判流程，而谈判过程

决定信息透明度：相较于公开谈判，公众无法从闭门

谈判中获知谈判过程的具体信息；

(4)在协定达成的条件下，谈判国基于谈判结果

和对谈判代表是否有偏的认知以及国家权力和能

力、议题重要性和政治化程度、国家偏好和议题政策

特征等因素决定是否遵守协定。

如果谈判国认为协定并未符合自身利益，那么

该国可能通过国际违约来降低自身政策损失。然

而，由于私有信息的存在，行为体间存在信息的不对

称性。在这种不完全信息环境下，即便是忠实的谈

判代表也可能因做出必要让步而被误认为违背国家

利益。因此，谈判过程的策略选择对于国际政策制

定效率以及谈判和国际遵约结果具有重要影响。

四、博弈分析与假设

为求解上述贝叶斯博弈模型，可采用完美贝叶

斯均衡(perfect Bayesian equilibrium)的求解手段。均

衡解的存在基于不同谈判策略和谈判过程下遵约与

否给谈判方带来的收益，而谈判策略由谈判代表获

得的私有信号即对谈判对手最大妥协点的预期以及

提案内容所决定。首先，博弈分析通过谈判代表收

到的私有信号以及提案内容来区分诚实谈判策略

(truthful strategy)、故作姿态策略(posturing strategy)和
政策漂移策略 (drifting strategy)三种理想型谈判策

略。在诚实谈判策略下，谈判代表总是提出同其私

有信号相符的政策提议。在故作姿态策略下，无论

私有信号为何，谈判代表总是尝试提出位于谈判空

间最小妥协点的提议。这种较为强硬的谈判策略有

助于提高母国对谈判代表的信任程度，但由于谈判

代表无法准确获知对手的最大妥协点，这也增加了

谈判失败的风险。与故作姿态策略相反，在政策漂

移策略下，谈判代表总是尝试提出位于谈判空间最

大妥协点的提议。这虽然降低了谈判失败的风险，

但可能由于做出过度妥协而给母国带来利益损失，

增加违约风险。同时，当母国及其公众能够观察到

谈判过程时，采取政策漂移策略可能降低委托人对

谈判代表的信任程度，对协定的签署和履行产生负

面影响。对不同策略的选择取决于谈判代表的类型

及其对自身政策偏好、政策收益和预期遵约收益的

权衡取舍。需要注意的是，博弈模型在区分三种谈

判策略的基础上也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即谈判过

程中母国可能撤回谈判代表，导致谈判失败或重新

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博弈结束可能重新开始。

在区分不同类型谈判策略的基础上，可以系统

分析是否存在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和分离

均衡(separate equilibrium)。混同均衡是指在不同类

型谈判代表采取相同策略情况下的博弈均衡解，分

离均衡则是在不同类型谈判代表采取相异策略下的

博弈均衡解。基于均衡分析，可得谈判博弈理论的

第一个命题。

命题1：当不同类型谈判代表都采取故作姿态策

略或政策漂移策略时，不存在混同均衡解；但当不同

类型代表都采取诚实谈判策略时，则存在混同均

衡解。

这一命题有别于传统双人讨价还价博弈模型的

均衡解，即混同均衡仅存在于故作姿态策略中。这

表明，当国际遵约的可能性成为谈判考量要素时，故

作姿态策略虽然能够提高谈判代表的国内声誉，但

不能有效提高国际遵约的可能性，甚至降低谈判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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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整体期望收益。相较于故作姿态策略，诚实谈

判策略则提高了谈判代表的可信度。对无偏型代表

而言，诚实谈判策略能够最大化政策收益；对有偏型

代表而言，通过对无偏型代表谈判策略的模仿，能够

有效降低自身类型被揭露的风险，提高委托人对谈

判代表的信任度。然而，当不同类型代表采取相同

策略时，这也相对增加了无偏型代表被误认为有偏

的风险，进而减小遵约概率，促使不同类型代表采取

差异化谈判策略。对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分离均衡

的存在性。基于分离均衡求解结果，可得第二个

命题。

命题 2：在公开谈判中，当无偏型谈判代表采取

故作姿态策略而有偏型代表采取诚实谈判策略或政

策漂移策略时，不存在分离均衡。以上策略组合在

闭门谈判中存在均衡解。

这是由于在闭门谈判中公共信息受限，难以准

确识别不同类型的谈判代表。即使谈判结果并不完

全符合母国期待，委托人也无法确切得知所达成的

国际协定是否是为防止谈判失败而做出的必要妥

协。在这种情况下，有偏型代表能够有效隐藏自身

类型偏好，拥有更大的策略选择空间和谈判灵活

度。这虽然可能给母国带来部分政策损失，但也降

低了国内政治因素对国际谈判的影响，有助于提高

国际谈判的效率，增大遵约概率。

为进一步厘清国际谈判过程对国际遵约的影响

机理，本文模型着眼于国际遵约的条件概率Pr(c｜x，
u)进行比较静态分析(comparative statics)，具体分析

谈判类型、委托人对谈判代表的信任程度以及其他

包含在 γ内的外生性因素对国际遵约可能性的影

响。结果表明，当公开谈判不存在均衡解时，闭门谈

判能够增加国际遵约的可能性：

∂Pr(c｜x,u)
∂λ ≥ 0 式5

其中，λ∈｛0，1｝代表谈判过程类型，即公开谈判

(λ=0)或闭门谈判(λ=1)。由此可得第三个命题。

命题 3：当均衡仅存在于闭门谈判中时，闭门谈

判能够提高国际遵约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命题，可提出三个假说用于实证检验。

假说 1：平均而言，闭门谈判与国际违约的可能

性呈负相关。

国际遵约结果同时也受谈判代表类型的影响。

有偏型代表更有可能通过牺牲母国利益而追求自身

利益和政策偏好。因此，委托人对谈判代表是有偏

型的先验信念越高，就越有可能在国际协定执行阶

段施压，造成国际违约。在博弈论层面，当γ=1时，

对无偏型谈判代表的先验信念同国际遵约的可能性

呈正相关：

∂Pr(c｜x,u)
∂p ≥ 0 式6

此外，根据谢林在国内—国际双层谈判中“弱

者愈强”的推论(即谈判代表由于一定程度的国内政

治束缚，反而能够更加可信地向谈判对手展现其在

谈判过程中面临的国内压力，从而获得对方更大的

让步)，母国对其谈判代表的信任也可能降低谈判

代表在谈判过程中讨价还价的能力，最终达成一个

对母国而言并非最为有利的国际协定。在这种情况

下，遵约概率将减小。同时，谈判议题政策特征和政

治化程度等外生性因素γ可能影响先验信念 p。例

如，当议题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且舆论关注度较高

时，公众更为担忧谈判代表的偏向性，信任度则可能

更低。对博弈模型的分析可得，当γ同先验信念p呈
负相关时，对无偏型谈判代表的先验信念同国际遵

约呈负相关：

∂Pr(c｜x,u)
∂p ≤ 0 式7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第二个假说。

假说 2：平均而言，公众信任程度同国际遵约的

可能性呈负相关。

此外，当母国公众对谈判代表的信任程度降低

时，闭门谈判由于透明度较低，可能会加深公众对谈

判过程特别是闭门谈判合法性的质疑，形成国内政

治压力，影响母国对国际协定的履行情况。由此可

得第三个假说。

假说3：闭门谈判对国际违约的影响取决于对象

国公众对谈判者的信任程度。

关于上述谈判过程透明度、公众信任程度与遵

约之间的关系，可用具体案例加以说明。第一个案

例涉及葡萄牙对欧盟第 2011/7/EU号指令的违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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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于逾期付款行为会对资本流动性产生负面影

响，使得企业的财务管理复杂化、增加债权人融资风

险并对欧盟市场内部公平竞争和经济一体化造成负

面影响，欧盟第2011/7/EU号指令制定了具体细则用

于打击商业交易的逾期付款行为，其中包括商业交

易报酬应在发票开具1个月内支付。在公开谈判环

境下，葡萄牙政府代表在欧盟理事会以公开表决的

形式投票同意通过这一指令，该指令于2011年正式

生效。然而，由于该指令增加了债务人的资金压

力，许多拥有较高债务负担的葡萄牙地方政府、企业

和个人纷纷表示反对，导致公众对葡萄牙政府的信

任程度下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
信任调查，自2011年指令生效后，葡萄牙公众对政府

的信任程度持续下降，于2013年达到历史低点，当时

仅有不到 20％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政府。在强大的

国内压力下，葡萄牙中央和地方政府自 2013年后开

始较为普遍地违反指令规定，发生国际违约。这一

案例表明，即使是在透明度较高的谈判环境下通过

了国际协定，协定对象国仍有可能因为较低的公众

信任程度和国内压力选择国际违约。

另一个案例涉及欧盟于2020年通过的关于保护

消费者集体利益的指令和德国的遵约行为。为提

高政策制定效率，针对该指令的谈判主要在具有闭

门会议性质的非正式三方会谈中进行。由于部分

消费者补偿救济条款并未完全符合德国社会期望，

德国代表在欧盟理事会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但

考虑到相关措施对欧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作用，德

国并未阻碍该指令的通过和生效。由于当时德国政

府享有较高的公众信任，该指令虽经由闭门谈判制

定，但依然在德国国内顺利执行。这表明，在政府

拥有较高公众信任程度的情况下，闭门谈判能够提

高政策制定效率，降低国内舆论压力，促进国家遵守

国际协定。

相关案例并不仅限于欧盟。例如，为解决乌克

兰东部冲突问题，乌克兰通过“诺曼底模式”同俄罗

斯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进行闭门谈判，并顺利签

署明斯克协议。但由于乌克兰公众并不信任较为

亲俄的谈判代表前总统库奇马，明斯克协议关于顿

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两州自治以及乌克兰宪法改

革的条款在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未获通过，条约难

以履行。此外，关于谈判方式和公众信任等因素影

响国际遵约的案例也存在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中。为证明理论的适用性，并在控制相关干扰变量

和选择效应的基础上系统检验理论假说，下文引入

大样本实证数据进行统计检验。

五、基于欧盟成员国违约案例的实证分析

(一)案例选择与变量

本文选择欧盟法框架下成员国对欧盟指令的遵

约或违约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民主遵约论”

的观点，欧盟由于规制机构(regulatory regime)特征及

其成员国相对成熟的民主运行体制，在国际遵约上

应有较好的表现。然而，这一具有较强政治和意识

形态色彩的观点忽视了各国内部政治环境的差异

性、国际违约的策略性特征和过程性因素对国际遵

约的影响。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欧盟数据在遵约问

题上将缺乏实证分析和统计推断所需的差异性，而

欧盟成员国违约案例将构成检验本文理论假设的

“最不可能案例”。若实证分析能够验证本文的理

论推论，则将批驳“民主遵约论”，揭示谈判过程对国

际遵约的普遍影响。

相较于更加接近欧盟成员国国内法的欧盟规则

或决定，欧盟指令在欧盟层面通过成员国和欧盟机

构间的谈判协商达成一致，并要求成员国通过本国

法律程序在一定期限内转化为可实施的法律，对协

定内容加以落实。因此，欧盟指令具有国际协定的

基本特征。自 1993年 11月 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

约》生效以来，欧盟引入共同决策程序规范指令的立

法谈判过程。在该程序下，谈判方可自主选择是否

进行闭门会议来协商协定结构和具体条文内容。

与公开谈判相比，闭门谈判中谈判各方的提案内容

和妥协程度难以为外界探知。在 2009年 12月 1日

《里斯本条约》生效后，共同决策程序被普通立法程

序所取代，但主要立法谈判过程被保留下来。

为验证博弈理论推论，本文收集了自1993年《马

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在共同决策程序或普通立

法程序下所有具有实证分析价值的欧盟指令。由于

欧盟指令通常允许 2-3 年的执行过渡期，许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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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以后通过的指令在本文完稿时并没有到达欧

盟法于国内履行的截止时间，无法完整观测到违约

案例。因此，为降低数据右删失(right censoring)问题

对统计检验造成的偏误，实证分析的数据样本截至

2021年，即包含 1993-2021年在共同决策程序或普

通立法程序下通过的所有欧盟指令。在欧盟指令基

础上，以下对欧盟各成员国的具体遵约状况(本文的

因变量)进行更为详尽的解释。

1.因变量

为判别不同国家的遵约情况，遵约研究通常采

用国家在国际协定监督机构、争端解决机构或上诉

机构中的被申诉情况作为评估标准。具体而言，本

文采用欧盟委员会定期公开的违约诉讼程序 (in⁃
fringement procedure)中所包含的欧盟成员国违约数

据。作为欧盟法律的“守门人”，欧盟委员会有权监

督成员国对欧盟法律和条约的执行情况，并根据欧

盟机构、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的监督与投诉判断成

员国是否准确履行欧盟法律义务。尽管欧盟委员会

在处理成员国违约行为时存在策略性选择，但相较

于成员国自身的履约报告，欧盟委员会违约诉讼程

序的系统性偏差较低，更为翔实可靠。

欧盟委员会违约诉讼程序大体由三个阶段构

成。第一阶段，当欧盟委员会有理由怀疑成员国违

反欧盟法律或条约时，将向成员国发出正式通知函，

要求成员国做出解释。当成员国无法合理解释被欧

盟委员会观察到的违约事件时，违约诉讼程序进入

第二阶段。这时，欧盟委员会将向成员国提出法律

意见，引述欧盟具体法律条款，要求成员国及时纠正

违约行为。如果成员国并未按时纠正违约行为，则

进入违约诉讼程序的第三阶段，欧盟委员会将向欧

洲法院起诉成员国，并由法院做出最终裁决。在所

有违约诉讼案例中，有大约 20％的案例最终进入欧

洲法院，而欧盟委员会在其中 90％的案例中胜

诉。该程序的第一阶段主要处理可以较快解决的

技术性问题，第二阶段则包括更具一般性或较为严

重的违约情况。由于欧盟委员会一般在第二阶段已

经掌握了成员国违约的确切证据，因此本文采用欧

盟委员会违约诉讼程序第二阶段的相关信息作为衡

量欧盟成员国是否违约的标准。

基于柏林违约数据库(the Berlin infringement da⁃
tabase)，图 2绘制了 1992-2019年欧盟成员国违约情

况的箱线图。1992-2005年，欧盟违约案例数量总

体处于上升态势。欧盟东扩后虽然其成员国数量几

乎增加了一倍，但违约数量并没有显著上升。这表

明中东欧国家并非欧盟违约现象的主要推手。根据

违约案例数量的年度测算，主要违约国包括法国、希

腊和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塞浦路斯在特定年份也

有较多违约案例。尽管柏林违约数据库是目前案例

最为丰富的国际违约数据库，但并未涵盖 2019年 3
月7日以后的欧盟违约诉讼数据。本文根据研究设

计，将数据涵盖时段扩展至2021年前，从而涵盖了不

包括右删失情况的最新欧盟违约案例。结合欧盟指

令的相关信息，本文实证数据包含 19712个遵约/违
约观测样本。

2.解释变量

由于谈判方往往并不发布关于闭门谈判的相关

信息，因此测量谈判过程是否为闭门谈判这一核心

解释变量是实证分析的难点。为此，本文通过每份

欧盟指令涉及的欧洲议会内部报告和程序文件确定

该指令是否通过闭门谈判达成协定。数据显示，样

本中61.5％的欧盟指令通过闭门谈判的方式达成协

定。通过比较样本中不同谈判方式的平均时长(即
从提案到文件被最终通过或否决的时长，在欧盟背

景下为立法审查时长)可知，相较于公开谈判平均

937天的谈判天数，闭门谈判将平均时长压缩了近1/
3，仅为633天(见表1)。这表明，平均而言，闭门谈判

比公开谈判效率更高。

表1 不同谈判方式的效率比较

谈判方式

公开谈判

闭门谈判

平均时长(天数)
937
63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如表2所示，在总共19712条欧盟成员国遵约和

违约数据中有 3294起违约案例，几乎涉及所有欧盟

成员国，占样本总量的17％。另外，在不同谈判过程

中，违约案例的比例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在闭门谈

判中，违约案例仅占12％，远低于公开谈判中25％的

违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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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的另一个解释变量为公众信任程度。

根据国际遵约的谈判博弈理论，公众对谈判代表的

信任程度不仅决定着闭门谈判的合法性，而且会对

成员国的遵约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依据“欧洲晴雨

表(Eurobarometer)”调查数据，通过计算各成员国倾

向于信任其政府和欧盟的受访者百分比来近似估算

公众对谈判代表的先验信任程度。该变量数值越

大，表明成员国公众对其欧盟谈判代表的信任程度

越高。

3.控制变量

除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外，国际遵约或违约行

为同时也是不同国家政府基于政治制度、国际格局、

国际政治权力分布、国家权力与能力、谈判议题政治

化或安全化程度以及国家利益与偏好等因素综合影

响所做出的策略选择。例如，大国或强国由于自身

对抗风险和应对国际制裁的能力较强，在国际协定

与国家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更可能做出违约决定。相

较而言，小国或弱国违约成本较高，更倾向于遵守国

际协定。国家行政能力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不

同国家执行国际协定的成本并不一致。具有较高行

政能力和资源的国家能够更高效地将国际协定转化

为国内法，也更容易遵守国际协定。然而，当谈判议

题被政治化或安全化时，履行国际协定的国内政治

压力增加，可能会减小国际遵约的概率。

国际遵约也受不同时期国家利益偏好的影响。

由于国家利益在不同时间段可能会发生变化，基于

特定时期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环境做出的国际协定

签署决定却可能在其他时期对国家利益产生负面影

响。在国际协定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国家在

权衡利弊后可能会策略性地采取违约行为，以避免

更大的损失。实证分析对政治制度、国家权力与能

力、议题的政治化程度、国家利益与偏好以及不同协

图2 欧盟成员国违约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参见柏林违约数据库，"The Berlin Infringement Database," https://www.polsoz.fu-berlin.de/en/polwiss/

forschung/international/europa/bid/index.html，访问时间：2023年10月10日。

表2 谈判过程与国际遵约情况的样本统计

案例

违约案例

遵约案例

样本总数

公开谈判

频率

1877
5711
7588

百分比

25％
75％

闭门谈判

频率

1417
10707
12124

百分比

12％
88％

总数

3294
16418
1971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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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政策特征等可能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间关系的变

量加以控制。对控制变量的分类、操作化与测量

如下。

一是“民主遵约论”。“民主遵约论”的核心观点

认为，在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由于民众可以通

过选票惩罚违约行为，这些国家面临更高的违约成

本，更倾向于遵守国际协定。为控制该理论假设下

民主制度对主要解释变量估测效应的影响，本文采

用瑞典哥德堡大学V-dem研究所发布的“民主差异

(varieties of democracy)”项目数据。该项目是世界

民主研究最详尽的数据资料库之一，涵盖 1789年以

来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测量指标。为检验

“民主遵约论”，本文采用该数据的核心指标——选

举民主指标(electoral democracy index)——测量每一

年度欧盟各国的民主程度。

二是国家权力与能力。首先，成员国间的权力

分布情况以及国家能力与资源禀赋影响各国对谈判

方式的选择以及最终是否遵守国际协定。为测算

成员国权力，考虑到各国在欧盟决策中投票比重的

差异性，本文采用Shapley-Shubik指数(SSI)测算欧盟

理事会中各成员国的投票权。其次，作为经济实力

的衡量指标，本文控制了成员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虽然在权力指标上欧盟中的大国优于小

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国对欧盟决策缺乏影响力。

例如，丹麦、瑞典和荷兰等小国的决策权集中于中央

政府且行政能力较强，因此也能高效参与谈判并有

能力履行条约义务。相较而言，中东欧国家在行政

资源、谈判经验和对欧盟政策熟悉程度等方面处于

弱势。为此，本文通过添加虚拟变量——成员国是

否为中东欧国家——额外控制成员国间能力差异

对测算结果的影响，同时纳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

一经济变量作为衡量国家富裕程度和能力的标

准。最后，由于不同领域和地域行政机构间可能

存在分歧，内部权力较为分散的国家相较于权力更

为集中的国家在执行欧盟协定时面临更大的挑战，

因此本文采用区域权力指数衡量成员国内部权力的

集中程度。

三是议题政治化程度。除成员国内部权力分配

外，高度政治化的欧盟政策议题面临更为艰难的谈

判局面。首先，公众对欧盟政策议题的支持程度可

能对成员国遵约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实证分

析控制了不同成员国疑欧民众的比例。该变量根据

“欧洲晴雨表”数据计算出每个国家不支持欧盟成员

资格的选民百分比。根据双层博弈理论，受国内政

治因素制约的谈判方可能在谈判中获得对方更大的

让步。因此，公众对欧盟支持率较低的国家可能更

容易获得较为优惠的协定结果，这将进一步影响成

员国对协定的遵守情况。其次，谈判议题的政治化

不仅会延长欧盟立法审查过程，而且迫使欧洲议会

等欧盟机构在谈判过程中修改相关条款。为降低

议题政治化对测算结果的影响，本文控制了欧洲议

会是否在谈判过程中修改了指令以及每个欧盟指令

的审查时间。一般而言，受到修改或长期审查的欧

盟指令由于较大的争议性和敏感度，在最终实行阶

段可能面临更高的违约风险。此外，新闻舆论通过

影响谈判议题的政治化程度，对谈判方式和遵约概

率同时产生影响。为测量每个欧盟指令的媒体曝光

度，本文采用国际新闻传媒界权威数据库Nexis Uni
的数据。该数据基于 1.7万多家媒体信息，涵盖样

本范围内来自欧盟各国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报

纸、杂志、电视、广播、在线期刊和新闻专线等媒体报

道与文章。通过检索指令代码，可获得各欧盟指令

的新闻媒体报道数量即媒体曝光度。样本中每个欧

盟指令平均曝光291次，少数拥有极高公众关注度的

欧盟指令有近一万条报道数。最后，相较于其他国

际协定，涉及分配性或再分配性政策的国际协定争

议性更大，更有可能被置于公开谈判中，且更有可能

在执行过程中被违反。通过检索各欧盟指令全文，

可知这些指令是否包含补贴、税收和社会转移分配

等内容，从而判别欧盟指令是否为分配性或再分配

性政策。样本中 45.5％的欧盟指令包含分配或再

分配政策。

四是国家利益与偏好。不同成员国的国家利益

不同，政策偏好各异。这不仅决定了成员国对不同

政策议题的关注度以及投入的谈判资源，而且影响

成员国对协定的最终遵守情况。成员国政府政策

偏好同最终协定文本间的差距越大，成员国遵守协

定的可能性就越小。首先，为确定不同成员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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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偏好情况，本文采用比较宣言项目(compara⁃
tive manifesto project)数据，通过对执政党政策偏好

的立法席位加权平均来计算不同成员国政府整体政

策偏好分布。这一变量的具体数值随政策领域和

时间而变动。在此基础上可以测算成员国间在具体

政策领域的偏好异质性。该变量数值越大，表明成

员国政策分歧越大，达成协定和最终遵约的可能性

也就越低。此外，本文纳入了一个衡量成员国过往

违约记录的指标。该指标计算每个成员国的违约频

率，用于区分不同国家在国际遵约习惯上的差异。

成员国违约记录也会影响欧盟委员会对政策履行情

况成本—收益的核算，进而影响欧盟委员会是否启

动违约诉讼程序的政治选择。最后，欧盟内部国家

利益与偏好的分布情况也受欧盟东扩影响。随着

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欧盟政策谈判陷入僵局的可能

性增加，违约风险也有可能相应提高。为此，本文

控制欧盟指令是否在2004年欧盟东扩后达成。

五是议题政策特征。当欧盟指令涵盖的政策内

容较为宽泛时，成员国可能由于政策复杂性难以及

时准确履行协定义务，或出于对欧盟过度干涉国家

内政的担忧而有选择地执行或不执行某项条款。

欧盟指令的政策范围和复杂性通常体现在最终协定

文本的长度和政策项数(recital)上，本文对此加以控

制。此外，基于之前协定稍做修改的修订性指令通

常涉及技术性问题，复杂性、重要性和显著度一般低

于新提出的欧盟指令。此类指令的谈判更有可能

在公开场合进行，且更容易被成员国遵守。本文通

过添加虚拟变量“修订性指令(amending directive)”控
制相关因素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因变量为离散变量，本文采用 logit模型估

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和条件效应。在此基

础上，本文采用各类稳健性检验，以验证结论的可靠

性。下页表 4展示了 logit模型估测得到的所有变量

及主要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对因变量的效应。可以看

出，除政治制度、国家权力、国家能力、政治化程度、

国家偏好和议题政策特征外，谈判过程因素对国际

违约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响(1％水平上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变量类型

因变量

解释变量：谈判过程

控制变量

“民主遵约论”

国家权力与能力

议题政治化

国家利益与偏好

议题政策特征

变量

国际违约

闭门谈判

公众信任程度

选举民主指标(V-dem)
政治权力(投票权SSI)
经济权力(GDP，10亿美元)
中东欧国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人)
地区权力分散程度

疑欧主义

立法审查时长(天数取对数)
欧洲议会立法修正

媒体曝光度

(再)分配政策

违约记录

欧盟东扩

国家偏好异质性

政策范围(政策项数)
修订性指令

均值

0.167
0.615
0.466
0.842
3.573

496.345
0.250
25.508
11.338
46.104
6.466
0.270

291.450
0.455

364.500
0.551
0.708
18.501
0.442

标准差

0.373
0.487
0.130
0.080
3.700

799.332
0.433
19.563
10.702
11.891
0.578
0.444

1159.473
0.498

292.871
0.497
0.310
12.124
0.497

最小值

0
0

0.136
0.143
0.850
1.118
0

1.102
0

11.300
3.045
0
1
0
37
0

0.252
0
0

最大值

1
1

0.807
0.924
14.430

3977.290
1

123.679
38

76.000
8.628
1

10000
1

1058
1

3.824
1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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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度)。
针对主要解释变量，本文绘制了闭门谈判、公众

信任程度以及这两个变量的交互项对因变量效应的

系数图(如图 3)。由图 3可知，虽然闭门谈判这一变

量本身并没有显著性(95％置信区间与0值重叠)，但
该变量与公众信任程度的交互项呈显著的负效应。

这验证了假说 1，表明当公众信任程度上升时，闭门

谈判能够显著降低国际违约风险。然而，在公开谈

判下，当公众信任程度上升时，国际违约的风险反而

可能上升。这同双层博弈理论的预期相符，即国内

政治中的限制因素能够显著提高国家谈判代表在国

际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帮助该国获得谈判对手更多

的让步，从而提高国际遵约的可能性。

在设定其他变量处于样本均值的条件下，可分

别计算在闭门谈判和公开谈判下以及不同公众信任

程度下国际违约的预测概率。如图4所示，基于欧盟

样本数据计算可得，在闭门谈判下国际违约风险约

为 10.5％，而在公开谈判条件下国际违约风险增加

了约一倍，达到21％。根据假说2，由于双层博弈下

“弱者愈强”的推论，随着公众信任程度的上升，国

际违约风险随之升高。图 5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

的条件下，拥有较高公众信任程度的成员国政府相

比公众信任程度较低的成员国政府的国际违约概

率约高1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p＜0.1，**p＜0.05，***p＜0.01。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表4 主模型估测效应

变量类型

谈判过程

“民主遵约论”

国家权力与能力

议题政治化

国家利益与偏好

议题政策特征

常数项

样本数量

对数似然值

赤池信息量准则(AIC)

解释变量/控制变量

闭门谈判

公众信任程度

交互作用：闭门谈判×公众信任程度

选举民主指标

政治权力

经济权力

中东欧国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地区权力分散程度

疑欧主义

立法审查时长

欧洲议会立法修正

媒体曝光度

(再)分配政策

违约记录

欧盟东扩

国家偏好异质性

政策范围

修订性指令

因变量

国际违约

0.059(0.198)
2.127***(0.374)
-1.845***(0.406)
3.050***(0.390)
0.133***(0.016)
-0.000***(0.000)

0.001(0.066)
0.000***(0.000)
-0.001(0.002)

0.006***(0.002)
-0.010(0.044)

0.332***(0.060)
0.0002***(0.00001)
0.824***(0.045)
0.002***(0.0001)

0.039(0.073)
-0.335***(0.077)

0.002(0.002)
-0.350***(0.044)
-6.012***(0.479)

19712
-7748.198
1553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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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主要解释变量估测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中黑点代表国际违约风险的估测值，黑点两端的线段代表95％置信区间。

图5 不同公众信任程度下的国际违约风险估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中实线代表国际违约风险的估测值，阴影部分代表95％置信区间。

图4 不同谈判过程下的国际违约风险估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中黑点代表国际违约风险的估测值，黑点两端的线段代表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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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是对谈判过程和公众信任程度这两个

变量对国际违约效应的独立分析。考虑到公众信任

程度对谈判过程的中介作用，图6展示了在不同公众

信任程度下闭门谈判对国际违约的条件效应。同假

说3相符，随着公众信任程度的提高，闭门谈判对国

际违约的抑制效应逐步显现。当公众信任程度超过

20％时，闭门谈判的负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

著性。然而，当公众信任程度低于20％的门槛时，闭

门谈判的效应则缺乏显著性。这表明，只有在公众

信任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闭门谈判才能显著增大国

际遵约的概率。

在主变量基础上，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

谈判过程、公众信任程度与国际违约间关系的变

量。图 7绘制了这些变量对因变量效应的估测值。

结果表明，“民主遵约论”关于民主程度同国际遵约

呈正相关的假说并未得到实证支持。相反，选举民

主指标的估测效应显示，选举民主制度更为成熟的

国家平均而言更有可能违反欧盟指令。

此外，部分涉及国家权力与能力、议题政治化程

度、国家偏好以及议题政策特征等因素的变量对国

际违约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欧盟成员国中

的大国由于具有政治和经济权力优势，更有可能违

反欧盟指令，造成国际违约。这也表明国家权力在

国际政策制定和执行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国

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两个经济学指标在

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但实际效应相对较低。就国

家能力而言，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在国际违约表

现上没有显著差异。地区权力分散程度对国际违约

行为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在政治化因素上，当谈判议题涉及(再)分配政策

时，并且随着疑欧主义和媒体曝光度的增加，欧盟成

员国对相关议题的政治化程度加深，更有可能出现

国际违约行为。另外，由于欧洲议会立法修正的对

象通常为显著度较高的敏感议题，此类政策议题出

现国际违约的可能性更高。

在国家偏好层面，测算结果显示，随着国家偏好

异质性的增加，可以观察到的成员国国际违约行为

相应减少。这可能是由于欧盟委员会出于政治考

量，在成员国分歧较大的政策领域不容易发起违约

诉讼程序。因此，这部分违约行为不容易通过实证

观测。此外，具有较差国际遵约历史记录的国家更

有可能出现国际违约行为。

图6 谈判过程在不同公众信任程度下的条件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中实线代表条件效应的估计值，虚线代表无条件效应，阴影部分代表95％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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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题政策特征方面，虽然欧盟指令政策涵盖

范围的效应不具有显著性，但修订性指令由于其敏

感度和关注度较低，并且所要求的政策调整相对较

少，因此国际违约风险较低。

(三)稳健性检验

除主模型估测外，本文采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来验证实证结论的可靠性。为控制具体谈判场景和

议题的差异性，本文额外收集了欧盟指令谈判过程

中处于谈判核心地位的报告员(rapporteur)的国籍，以

此确定不同报告员是否属于遵约国或违约国国民。

一般而言，如果本国谈判代表与本国国家利益和公

众立场更为接近，则公众对于本国谈判代表的先验

信任程度通常高于他国代表。同时，这也同谈判过

程中公众对本国政府以及欧盟机构的信任程度密切

图7 控制变量估测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黑点代表国际违约风险的点估计值，黑点两端的线段代表95％置信区间。部分估测效应置信区间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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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此，在报告员国籍基础上，本文收集了谈判

时各国民众对本国政府和欧盟机构的信任程度。通

过整合这三个变量所形成的对公众先验信任的综合

测量方式进一步区分了不同时间和场景下公众对谈

判过程感知和信任程度的差异性。采取这种测量

方式依然可以验证本文的核心理论假说。此外，当

公众信任程度影响谈判过程选择时，统计检验可能

产生选择偏差。通过计算闭门谈判与公众信任之间

的相关性，得出这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为 0.007，
表明这种选择偏差在样本的统计检验中可以忽略

不计。

欧盟指令签订前后国家权力的变化可能会对

国家遵约结果产生影响。当指令签订后部分国家

的权力增加时，这些国家的违约成本相对减少，遵

约概率减小。由于欧盟成员国政治权力在本文研

究的时间范围内相对稳定，稳健性检验通过计算欧

盟国家在欧盟指令签订前后经济权力的变化来控

制国际协定对国家权力和遵约概率的潜在影响。

控制权力变化后，本文核心变量的效应依然维持

显著。

欧盟普通立法程序中的非正式三方会谈可能无

法完美隐藏所有谈判信息。当欧盟部长理事会公布

会谈细节时，谈判透明度提高，闭门谈判演变为事实

上的公开谈判。为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对“闭

门谈判”这一变量重新编码：当非正式三方会谈召开

且理事会未公布任何相关决策记录时，该变量编码

为1，否则为0。主效应和条件效应在使用重新编码

的变量进行测算时仍然具有显著性。

另外，谈判代表自身的政策偏见可能影响谈判

过程和国际违约行为。当谈判代表从属于同一个党

族(party family)时，存在代表为追求特定政党利益而

牺牲国家利益的风险，在谈判中做出过度妥协。为

控制相关因素的影响，本文对欧盟机构代表的党派

归属进行控制。具体而言，可以确定欧盟理事会轮

值主席国政府的主导政党以及负责起草报告和谈判

工作的报告员所属政党，并加入虚拟变量来判断两

者是否从属于同一党族。当两者从属于同一党族

时，欧盟指令文本可能由于党派因素影响而同成员

国整体偏好产生偏差。此外，报告员如果属于疑欧

主义政党，那么这些代表在欧盟层面更有可能追求

政党特殊利益。在额外控制这些变量的条件下，测

算结果依然稳健。

考虑到闭门谈判在欧盟决策过程中不断增长的

趋势以及不同年度成员国违约情况的差异性，本文

测算包含了年度趋势的时间模型。结果表明，本文

主要结论仍然成立。欧盟机构谈判代表的国籍也可

能影响成员国违约或遵约行为的选择。在模型中控

制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以及负责谈判的报告员国

籍的条件下，测算结果同样维持稳健。

除上述变量外，各国国情和国内政治状况不同，

欧盟指令中的政策因素也各有差异，这些具有国别

或政策特征的因素可能影响谈判过程和国际违约行

为。为此，本文稳健性检验额外测算了国家和政策

的固定效应。结果表明，本文的主要变量在加入不

同固定效应后依然维持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六、结论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各国对其国际义务

的善意履行。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地参与国际合作与

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如何确保用于划分国家间权利

与义务的国际协定被普遍遵守成为中国对外战略和

国际制度建设的重要命题。既有国际遵约研究大多

强调在国际协定执行和争端解决阶段的国际制裁和

国家能力建设，忽视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

异性以及政策制定和谈判过程对国际违约行为的影

响，容易引发单边制裁甚至非法制裁，成为国际政治

不稳定性的来源。尽管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国际规范

对国家遵约意愿的影响，但并未明确国际规范的形

成机制和具体的影响路径，缺乏对现实的指导意

义。而“民主遵约论”过分强调政治制度对国际遵约

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遵约与违约选择背后的过程

性因素与博弈机制，从而沦为西方政治宣传手段和

意识形态工具。

本文基于谈判过程视角，从理论、方法和数据三

个层面对国际遵约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索。首先，

在理论层面，通过分析谈判方与国内外政治间的博

弈互动，本文整合了国际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分析，

为解释和研判国际遵约与违约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

路径。虽然提高国际谈判透明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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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国际政策的合法性、包容性与参与度，但是博弈

分析表明，对国际谈判过程透明度的适当限制有利

于提高决策效率，降低遵约阶段的国内政治压力，从

而改善国际遵约效果。在委托代理视角下，谈判过

程的选择对遵约结果的影响具有条件性。代理人潜

在的道德风险以及委托人对代理人的不信任感可能

抵消闭门谈判带来的效率收益，不仅容易导致国际

协定流产，而且增加了协定达成后主权国家的违约

风险。这也突显了政府和谈判代表公信力在国际遵

约中的重要性，为预测国际违约风险提供了新的

指标。

其次，在方法层面，本文并未限于单一的博弈理

论分析和以数据为导向的实证检验，而是应用实证

博弈方法分析国际遵约与违约问题的具体机理。本

文将博弈理论、统计模型和实证数据相结合，通过形

式建模的方法推导可供实证验证的理论推论，并采

用相应统计方法对博弈模型的假说和推理进行验

证。这有助于弥合理论与实证间的裂隙，提高理论

验证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客观性，为相关研究提供了

一条可行的方法路径。

最后，在数据层面，基于近30年的欧盟成员国违

约数据，本文展现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段和不同领

域的遵约与违约情况，为系统检验理论推论提供了

数据基础。本文实证研究表明，除国家制度、政策偏

好、国家权力与能力大小、议题政治化程度和国际协

定的政策特征等因素外，谈判过程要素对遵约结果

具有显著影响。有别于“民主遵约论”的推断，本文

数据表明，在欧盟国家内部国际违约是普遍现象。

对大样本数据的统计检验发现，中东欧国家与西欧

国家间虽然在具体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

能力上有着较大差异，但在国际违约问题上并不存

在显著区别。此外，选举民主指数较高的欧盟国家

反而更有可能违反国际协定。本文揭示了“民主遵

约论”有限的解释力和适用性，表明政治制度和国家

能力不是国际遵约的决定性因素。相较而言，高效、

可信的国际政策制定过程对国际遵约结果具有更为

显著的积极影响。未来研究可基于本文的理论路

径、分析方法和实证思路，对国际遵约的影响因素和

促进机制进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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